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历史作用与现实启示

1927年3月，毛泽东的经典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
《战士》周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汉口《民
国日报》的《中央副刊》、《湖南民报》刊发，引起广泛关
注。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出
版单行本，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的革命
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5月、6月，共产国际
执委会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
《向导》周报刊发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
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
清晰。”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评价《报告》“文
字精练，耐人寻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在《报告》发表90周
年之际，本文追溯《报告》形成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和现
实启示略作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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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经历调查才有发言权

毛泽东青年时期就开始接触社会、了解社会。1920年3月，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指出：
“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
形，似不可不加以实施的调查，及研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
474页）在这里，毛泽东把调查研究、通晓国情作为改造中国的起点。

1925年2月，经中共中央同意，毛泽东回韶山养病。于是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韶山进行社会调
查。经过同各类人士接触、交谈，了解了韶山附近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农民的阶级状况和
各种社会情况。1926年5月，毛泽东在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曾主持拟定租率、田赋、地主来
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农村组织状况、农民观念、民歌等36个项目引导学生作调查，并要
求学生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填写。9月1日，毛泽东为《农民问题丛刊》写序言时，深感
研究农民问题的材料缺乏，希望在不久的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
细的具体的全国的调查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67页）。因此，国共合
作后，毛泽东十分重视农村调查，这些关于农村调查的具体实践、问题选择与行动倡导，为农
民运动调查奠定了基础。

1927年1—2月，毛泽东历时32天，对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
进行考察。每到一地，“召集有经验的农民和农运工作同志开调查会，仔细听他们的报告，所
得材料不少”（《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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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6日，毛泽东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
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
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
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
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毛
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179页）。这些基本观点，构成了《报告》的主要内容。

正是基于实地调查，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湖南农民运动有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澄清
了关于农民运动的不实之词。针对农民运动“糟得很”，农会的举动“太过分”、有一点“乱
来”，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等说法，毛泽东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在他看
来，农民运动“好得很”，成就了“奇勋”；农会的所谓“过分”举动具有“革命的意义”；
农民是“革命先锋”。国民党右派关于农民运动的种种说法是道听途说，缺乏调查基础；而毛
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结论是基于实地调查，因而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在舆论混杂、是非难辨的
情况下，有利于赢得话语优势和话语主动权。美国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论及《报告》时说：
“毛泽东是以农民运动专家的资格在说话”，“长期的实地调查赋予了他在论述农村问题的权
威性。”（《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毛泽东在
《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湖南农民运动的亲身经历，
使他说这番话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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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农村处于变革之中，各级领导干部制定农村政策，推动农村改革发展，仍需要
对农村进行调查；在对农村进行调查时，要开调查会，广泛听取农民的意见，进行实地考察，
不能走马观花，搞形式主义。只有经过充分的农村调查，才能制定适应当代中国农村状况的改
革发展政策。没有农村调查，就没有资格在农村问题上发言。

充分重视农民的力量

毛泽东在农村环境下成长，尊重农民、敬畏农民，对农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在寻找中
国革命力量时，如果说1924年前对工人关注较多的话，那么，1925年后则将目光主要聚焦于农
民。《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通过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及形成原因的透彻分析，认识
到中国农村所蕴藏的革命力量。

1926年1月，毛泽东发表《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将中国农
村分为八个阶级和阶层，即大地主、小地主、自耕农、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
手工业者、游民，对各阶级的革命态度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强调将自耕农、半自耕农、
半益农、贫农、雇农及乡村手工业工人组织起来，成为中国革命力量。6月，毛泽东为第六届农
讲所学生讲授农民问题时，从人口、生产、革命力量、战争关系、革命目的五个方面，阐明了
农民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得出“中国国民革命是农民革命”的结论。9月，毛泽东为《农民问
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第163页、第166页）。这些认识，揭示了农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农民在国民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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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中的作用，为毛泽东在《报告》中定位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作用奠定了基础。

在《报告》中，毛泽东依据自己的观察，断言“农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
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这是对农民运动革命性、正义性的总体肯定，彰显了农民在国
民革命中的作用。在《报告》中，毛泽东对农民的革命态度进行了具体分析，将农民分为富农、
中农、贫农三种。在他看来，富农的态度是消极的，中农的态度是“游移”的，贫农是农民协
会的“中坚”，是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9页、第20页）。农民的力量，来自农民的组织、农民的武装、农
民的权力，来自针对农民的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农民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推翻农村社会的封
建统治，建构新的社会基础、社会秩序。经过这次农民运动调查，毛泽东认定农民是中国革命
的主力，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选择提供了支撑。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在国民中所占的比例逐渐缩小，但农民的绝
对数量仍不容忽视。农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依然需要依靠农民力量；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需要农民的智慧和探索；农民为城市
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各级党和政府必须尊重农民的
主体地位，满足农民基本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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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毛泽东不仅重视农村革命，也非常关注农村建设和发展。1926年6月，他为第六届农讲所学
生讲授农村教育问题时指出：“农村教育是现在社会很大的问题”，对当时农村盛行的封建教
育表示了极大忧虑。

8月14日，毛泽东以第六届农讲所所长的身份参加中华农学会第九届年会开幕大会。他在讲话中
指出：“农民是农业的根本，也就是中国的根本！”（《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
第165页）他鼓励与会代表到民间去，直接指导农民，从根本上救治中国农业。

在《报告》中，毛泽东所关注的14件大事，既是农民革命的内容，也是农村建设的重点。
如通过农会将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武装，建设廉洁政府，破除迷信与神权，普及政治宣传，
严禁牌、赌、鸦片，办农民学校，建立消费、贩卖、信用三种合作社，修道路、修塘坝，实际
上已涉及农村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毛泽东期待通过农民革命改造农
村权力框架，实现农村制度变革，改良农村社会风气，提升农民文化素养，促进农村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的发展。

机关党总支十支部
党史教育学习卡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建设取得了明显进展，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但也应当看到，
城乡之间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制约了农村发展，部
分农村尚未走出贫困状态。如何缩小城乡之间的差距，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农村成为现实；
如何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同步推进，在完善村民自治、发展农村经济、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协调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如何在谋求农村发展的同时，
通过制度创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道路，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陈金龙，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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